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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

———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王　京

　　摘　要：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学科建制中，并没有“民俗学”，而是名为“历史
民俗资料学”的研究生课程及学位设置。这一略显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
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
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
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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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民俗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１９５８年开始进入大学体系，成为正式的专业的。①但
因为民俗学本身在大学学科制度中地位的模糊，也因为各所大学的院系设置与学位设定精细程度的
不同，直至今日，与民俗学相关的学位，其名称依然有民俗学、文学、史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
情况。这一点，中国的情况也颇为类似。但其中不但在中国找不到同类，即使放眼世界也恐怕独此一
家的，是出自日本民俗学研究重镇神奈川大学的“历史民俗资料学博士／硕士”这样的学位。这一略显
奇特的名称背后，既反映了民俗学研究与资料的关系、民俗学与史学的关系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也有
着从资料角度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的构想与期待。对此加以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日本在此方
面的经验，同时对于思考中国民俗学乃至人文社会研究今后的发展路径，也不无裨益。

一、神奈川大学的“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

神奈川大学的“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以下简称“历民”），设立于１９９３年。

中国的高校，一般是在同一院系名下设置从本科到研究生的系列课程。而在日本，所谓“研究
科”专指研究生课程（日语为“大学院”），一般有着与之相对应的本科课程（日语为“学部”），虽然二
者名称常常并不相同，管理也各自独立。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起，国公立大学开始出现无对应“学
部”的“独立研究科”，如神户大学１９８０年开设的文化学研究科；进而出现了只开设研究生课程的
“独立大学院大学”，著名的如１９８８年创设的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

独立研究科、独立大学院的设置，就其前提和基础而言，是有着在某一领域长期研究的机构及
成果存在；就其目的而言，是希望能够打破“学部”制度造成的学科间的藩篱，依托作为其母体的研
究机构，培养跨领域、高层次的综合研究人才。例如私立大学中最早开设的独立研究科———同志
社大学的美国研究科（１９９１年），就是以该大学１９５８年设立的美国研究所为母体的。“历民”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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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是日本私立大学中的第二例，其母体和基础是神奈川大学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常民研”）。
“常民研”的前身，是涩泽敬三于１９２５年为收集民具、民俗物品而开始的Ａｔｔｉｃ　Ｍｕｓｅｕｍ（阁楼

博物馆）。① １９４２年因回避作为“敌国语”的英语，更名为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１９５０年成为财团法
人。其研究多在涩泽个人财力的支持下进行，涉及民俗学、文献学、民具学、建筑史学等领域，尤其
在民具研究、渔业史研究方面积淀深厚，从１９７２－１９７３年出版的２４卷《日本常民生活资料丛书》②

中，可以一览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取得的丰硕成果。１９４９－１９５５年，受日本水产厅的委托，开展
了全国渔业及渔村史料的收集保存事业。１９６８年发行《民具ｍｏｎｔｈｌｙ》，１９７４年开办一年一次的民具
研究讲座，１９７５年成立日本民具学会。１９８１年由神奈川大学接管，发行研究所论集《历史与民俗》
（１９８６年－）、研究所调查报告书（１９９３年－）、出版所藏资料及地方资料的目录集、《神奈川大学日本
常民丛书》等。此外神奈川大学还以该研究所为基础，于１９８５年开设了培养博物馆员的学艺员课程。

“历民”设置的基础，一是“常民研”在上述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二是研究所长期以来积累的
大量图书、文献、古文书、民具等资料，三是调动大学各部门教员从事学艺员课程教育，特别是古文
书及书籍的整理与修复、民具的测量与整理等技能训练科目的经验。

“历民”设置的首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推进史学或民俗学在各自领域的发展，而是以独立研究
科的形式，推进作为二者共同研究基础的“资料学”的建设。从１９９２年硕士课程设置申请书中，我
们可以更为确切地了解其“资料学”的内涵。申请书首先指出近年兴起了反省既有史学偏重文献
的潮流，以文献史学、考古学、民俗学、民具学等为首，与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协
作迅速发展。随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使这一动向具有真正的内容，首先需要对日本列岛人类
社会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文献、民俗、民具、考古、绘画、建筑等各领域的资料，进行细致的学术研究，

揭示其各自的特质，确立资料评价的方法，以确保各学问领域的协作有着牢固的基础。综合各学
问领域的资料学，正是可以回应这一需求的学问，看似舍近求远，实为关乎学问根本的正道。”③

表１　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历史民俗资料学专业硕士课程安排（１９９３年）④

科　目
学分

讲义 讨论 实践
担任教员

Ａ
类

文献史

料学

古代中世文献史料学特论１
古代中世文献史料学特论２
近世文献史料学特论１
近世文献史料学特论２
近代史料学特论１
近代史料学特论２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８

８

８

笠松宏至教授

山本幸司教授

山口彻教授

田岛佳也副教授

丹羽邦男教授

中岛三千男教授

民俗民具

资料学

民俗资料学特论

系谱、传承资料学特论

文化人类学特论

民具资料学特论

４

４

４

４

８

８

８

香月洋一郎副教授

网野善彦教授

小马彻教授

河野通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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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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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泽敬三及其领导下的“阁楼博物馆”的活动，与柳田国男主导下的民俗学形成了互补与合作的关系，相辅相成，共同推进了日
本民俗学的发展。对此，笔者在《关于日本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几个问题———以民俗及民俗学的关联为中心》（《文化遗产》２０１２
年第１期）中略有提及，拟另文加以探讨。

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編（１９７２－１９７３）『日本常民生活資料叢書』三一書房。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編（２００４）『資料集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１０年の歩み』，第６页。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編（２００４）『資料集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１０年の歩み』，第９６页。



　　续表

科　目
学分

讲义 讨论 实践
担任教员

Ｂ
类

考古资料学特论

书籍史料学特论

比较文化研究特论

建筑资料学特论

保存科学特论

外国（中国）史料学特论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河野真知郎讲师

橘川俊忠副教授

Ｊｏｈｎ　ＢＯＣＣＥＬＬＡＲＩ教授

八重樫纯树讲师

中村茂夫教授

小岛晋治教授

Ｃ
类

文献史料整理及修复实习

民具资料整理及测绘实习

２

２

田上繁讲师

石野律子讲师

“历民”１９９３年开始正式招收硕士，名额为１０名，实际有１２名入学。从具体的课程设置（表１）

来看，虽然内部存在“文献史料学”和“民俗民具资料学”两个系统，但与其他大学，如筑波大学那样
虽然史学与民俗学在同一个大类中却分属两个专业不同，“历民”只设“历史民俗资料学”这一个专
业，体现了虽然有历史或民俗入口的不同，但以“资料”统合二者的设计理念。

入学后，学生以选定的讨论课为标准，其任课教师为指导教官，其所在系统（文献史料学或民
俗民具资料学）为自己的专业系统。“文献史料学”这一名称，保留了史学中惯常的称呼，对象包括
古代至近代的文书、记录、日记、账簿、统计等各种文献史料。而“民俗民具资料学”则包括民俗、民
具、系谱、传承等文字及非文字资料。学生在两年的在学期间需修满３４学分，其中除上述８学分的
讨论课之外，在Ａ类本系统科目中需至少选择２科目８学分的讲义课，在Ａ类另一系统的科目中
同样也需要至少选择２科目８学分的讲义，并在专业系统课之外的Ｂ类中也需要选择２科目８学
分的课，同时按各自的专业系统完成Ｃ类实践课中２学分的学习任务。这一课程设置，可以说体
现了培养综合型研究人才的目标：既具有扎实的史学或民俗学专业知识，又具有对多种资料形式
及特点的基本了解，还具有比较意识和国际视野并在资料整理及保存方面掌握一定的实践技能。

但进一步具体分析，从创立之初的课程设置来看，史学系统中设置古代及中世、近世、近代等３
个领域，各有２门专业科目，较为完整地覆盖了日本史的各个时代。相比之下，民俗民具资料学系
统仅开设４门专业科目，其中还有１门是文化人类学，系谱传承资料学特论也由史学家而非民俗学
家的网野善彦教授担任，民俗学和民具学只各有１门课程，整体而言较为薄弱。这与“历民”开设的
推动者网野善彦、山口彻、丹羽邦男等都是史学家，以及当时神奈川大学民俗学方面人才较为缺乏
有关。

但随后在增设博士课程的１９９５年，柳田国男之后日本民俗学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宫田登从国立
历史民俗博物馆调入神奈川大学，大大增强了民俗学方面的力量。１９９６年研究中国民俗学的广田
律子加入，开设了比较民俗学特论。１９９８年网野退休，日本民俗学第二代的另一位领军人物福田
亚细男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调入，“历民”一跃而成为日本民俗学教育及研究举足轻重的基地。

２０００年宫田病逝，长于民俗宗教学、比较民俗学、民具研究的佐野贤治从筑波大学调入，以后民俗
学领域一直稳定保持着３到４名经验丰富、研究有成的重要学者的阵容。

即使在加强了民俗学方面的力量之后，也坚持将文化人类学作为Ａ类中与民俗、民具并列的
科目，是课程设置中的一个特色。开设之初的小马彻，２００２年加入的川田顺造，都以非洲为主要田
野考察地，同时也在日本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
题，研究对象上自民族与他民族、自文化与异文化之别，研究主体上自我内省与外在理解之异，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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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层面上民族、国民国家与人类社会的不同，都是议论中较受关注的方面。然而，如果将视线转向

以非文字为主的资料性质，以观察、访谈、亲历为主的资料获取路径，以比较、阐释为主的资料处理

方式，以及与文字资料相结合的内在要求来看，二者之间在“资料”层面的同质性则显而易见。以

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与眼光，深化对民俗学“资料”的理解与认识，是体现“历民”设置初衷的重要

一环。

二、网野善彦的“综合资料学”构想
“历民”开设及初期发展的核心推动者，是著名的日本中世史家网野善彦（１９２８－２００４）。

财团法人日本常民文化研究所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接受日本水产厅的委托，在宇野修平领导下着

手开展全国渔业及渔村史料的收集保存事业，因为当时事务所设在东京月岛，故也被称为“月岛分

室”时代。１９５０年４月，从东京大学国史学科毕业的网野就职于此，直到１９５５年事业结束，共调查

了茨城、福井、和歌山、新潟、爱媛等６县超过１００处渔村。在这一过程中，网野与具有代表性的民

俗学家宫本常一、民具学开拓者河冈武春等交从甚密。月岛分室关闭后，网野先后在东京都立北

园高中（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名古屋大学（１９６７－１９８０）任职。１９７９年以“常民研”时任理事长有贺喜左卫

门的辞世为契机，神奈川大学就接管的意向与涩泽家达成了一致。１９８０年网野受邀成为神奈川大

学短期大学部教授，１９８１年“常民研”移管后成为研究所所员，一面处理月岛分室时代民间借用资

料的返还工作，一面开始了对爱媛县二神岛、石川县轮岛市时国家等的调查，并接连发表了具有重

大影响的著作及论文。

网野的研究因为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被称为“网野史学”。他重视民间的文字资料，通过

对资料的大量掌握和细读，以民俗学及人类学对日本村落、文化的理解为参照，在重视海洋的连接

功能、强调非农业民的历史地位、关注日常生活、主张民族志式的史学方面形成了不同于当时主流

史学的学术风格，描绘出了与一般常识迥然不同的，以交易、网络、移动为特征的充满活力的古代、

中世日本社会。这也使得他对“资料学”的意义，有着更为敏锐和深刻的认识。

早在任教名古屋大学期间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网野就计划联合文学部、经济学部、法学部、教养

学部，设立以“综合资料学研究科”为名的独立研究科，但未果。１９８０年调任神奈川大学后不久，在

与丹羽邦男、山口彻的谈话中提及这一设想并得到他们的赞同。丹羽和山口二人是推动“常民研”

神奈川大学移管的中心人物，山口从移管之初直至１９９４年一直担任“常民研”所长，他们的理解与

支持是“历民”得以设立的重要条件。不过，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时机才最终成熟。

前述“历民”相关申请书的基本内容，均来自网野。与他１９９１年的草案①比较，申请书中比较

重要的变化，首先是研究科的名称。网野草案中的名称是“综合资料学研究科”，而在１９９２年１月

设立筹备委员会时，最终确定为“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科”。从网野本人的志向而言，这一更名是

一个妥协。可以想象的理由是来自大学内其他方面的意见，即“综合资料学”是远景目标，但在研

究科的名称设定上，应该突出教育或研究的实际内容。申请书中“现阶段，以与被称为常民的一般

民众相关的文献史料、民俗民具资料为中心，通过细致的学问研究及适当的教育指导，培养综合资

料学领域的优秀学者”②这一表述，也显示出“历史民俗资料学”绝非固定的领域，而只是迈向“综合

资料学”的第一步。

此外，草案中在“文献资料学”名下列举的古文书及古日记学、书志学、日本文化史等科目，在
“民具民俗资料学”名下列举的绘画资料学、金石学、地名资料学、博物馆学、保存科学、艺能资料

７４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①

②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編（２００４）『資料集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１０年の歩み』，第１２０－
１２１页。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編（２００４）『資料集 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１０年の歩み』，第６页。



学、自然资料学，以及外国资料学中中国之外的朝鲜、西欧、南美等科目，都没有出现在现实的课程

设置方案中。而在网野心目中属于史学与民俗学交汇之处，但在草案中置于文献资料学下的“系

谱资料学”，由于民俗民具资料学方面课程较为薄弱，开设之初以“系谱及传承资料学”之名转到了

民俗民具资料学之下。网野宏大的“综合资料学”的构想，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之下，不得不有所

妥协。

１９９６年２月，即将迎来退休的网野在“历民”的学术期刊《历史民俗资料学研究》创刊号发表了

名为《围绕资料学的若干问题》的文章。

“史料学”“资料学”作为学术概念在日本史学界受到关注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河音能

平《历史科学运动与史料学的问题》①为开端，石井进与户田芳实在《岩波讲座 日本历史》别卷２②

中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石井认为探讨史料的收集、整理、分类的“史料学”，与对史料成立过程

及性质进行甄别判断的“史料评价”，都是历史研究方法的核心。而户田认为史料学是广义历史科

学的实证领域，是以文献、遗物、遗迹、民俗资料、历史风土等广义的“文化财＝史料”为对象，按照

其固有的性质、形态、功能，在与历史相关联的脉络中，展开的个别及综合的研究。

网野在文章中指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史学的视野从政治、经济以及作为上层结构的

思想、文化，转向生活的全体，广义历史学的基础资料不断扩大，文书、考古、民俗、民具等资料外，

书籍、系谱、传承、文学作品、地名、绘图、绘画、建筑、石制品、金属制品、音声、音乐、艺能等多种多

样的资料，都成为学问研究的正式对象。在主要依靠文字的传统史学中不见踪迹、甚至从未想象

过的历史，也随之浮现于人们眼前。因此各类资料的性质、形态、功能，以及由何人、在何时何地、

为何及怎样制作出来，又是如何流传至今的等资料形成及传承的过程，都应该成为研究和讨论的

重要课题。③

网野心目中“综合资料学”的实现，也许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以下几个独立但相互关联的过程：１．
各研究领域对本领域中资料的形成、性质、形态、功能等进行具体的把握；２．相关学问领域之间，形

成对于广义历史研究中资料的共同认识；３．在对资料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形成并积累可以成为共同

研究基础的资料；４．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形成各学问领域各有专攻、但同时又可以相互对话的研究

体系。

反观前述的课程设置，Ａ类中“文献史料学”“民俗民具资料学”两个系统内的各门课程，对应

的是上面的１；Ａ类中两个系统的讲义课程需相互选修，同时需选修Ｂ类课程，三者分量相当，对应

的是上面的２；在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讨论课）中进一步加深体会，同时通过Ｃ类实践课获得必要

的技能，则对应以上的３和４。

网野最后也指出，在文献资料学和民俗民具资料学这两个专业系统之外，至少还应设置考古

资料学专业系统，并加入绘画资料学、地名资料学等科目，以完成“综合资料学”的基本架构。可以

看出，他对“历民”在实现“综合资料学”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将来的方向，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明确的

意见。

三、资料学：民俗学与历史学之间

如果说网野善彦的立场，是从历史学出发谋求与民俗学的对话。那么响应这一呼吁的宫田

登、福田亚细男等民俗学方面的力量，其立场与认识又如何呢？在此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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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河音能平（１９７４）「歴史科学運動と史料学の課題」大阪歴史科学協議会編『現代歴史科学の課題：創立１０周年記念』。

石井進（１９７６）「まえがき」『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別巻２日本史研究の方法』岩波書店；戸田芳実（１９７６）「文化財保存と歴史学」『岩
波講座日本歴史 別巻２日本史研究の方法』岩波書店。

網野善彦（１９９６）「資料学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編『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創刊号。



学对资料的认识与立场。

日本民俗学的奠基者柳田国男，在其理论著作《乡土生活研究法》《民间传承论》①中，对文字资
料显示的态度略有不同。前者面向民俗学之外的对象，言辞激烈地指出文字资料存在的不足；后
者则面对将成为民俗学未来核心力量的弟子们，指出了文献资料（分为“计划记录”和“偶然记录”）

对民俗学研究具有的重要意义。但二者都强调以知晓平民生活变迁为目的的民俗学应该以“新资
料”，即“采集资料”为基础。

但是，无论在理论性的著作或文章中，还是在对具体民俗的论述中，除了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收
集资料的指示，深山海岛交通不便之地保留有较为古老的民俗这一判断，以及《采集手帖》中亲拟
的１００个调查项目之外，柳田对于资料如何采集，并没有太多的涉及；除了依靠文字之外的力量传
承以及著名的三分类之外，对于获得的新资料的性质等，亦没有太多的详细论述；除了要广泛收
集、进行比较与分类之外，对获得的新资料的利用，也没有太多的具体说明。

最早对柳田指导下的民俗学提出的批评，来自史学。１９４９年古岛敏雄在《民俗学与历史学》②

中指出民俗学收集记录资料之时，并未关注与当地同一事象其他表现的关系，而传承者的记忆经
过了合理化的整理，并非过去的事实。前者，涉及收集资料时的条件分析，较为容易通过明确意识
而对应。但后者，涉及所谓民俗资料与史料根本性质的不同，需要在资料论的意义上讨论。

而较早正面论述民俗资料意义的，是对民俗学有着较深造诣的农村社会学开拓者有贺喜左卫
门。１９５３年他在《民俗资料的意义———调查资料论》③一文中，批评民俗学一直以来只是杂然地机
械收集所有生活事项，缺乏独自的资料认识作为指导。他将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按传承方式的不同
分为记录资料、造型资料、行为语言感受资料三类，将第三类称为民俗资料。他认为要复原过去的
生活，需要民俗资料与记录资料相互参证，并强调对于民俗资料来说，也应该像对记录资料那样进
行严格的资料评价。

这些涉及民俗资料与历史资料相互关系的批评意见，本来要求民俗学从自身立场提出与学问
目的及性质相结合的资料论，但并未得到民俗学直接的回应，而是如同大月隆宽指出的那样④，在
史学的批评下，民俗学在强调研究目的时，从应与史学有更多对话的“常民的历史”转向了所谓的
“民族性”。宫田登在围绕“常民”这一概念进行整理时指出，对“常民”的理解有着两种路径：一是
作为文化概念，其方向是希望抽取出民俗文化的类型；另一种是作为实体概念，其领域是地域研究
或是历史研究。而与之相应，民俗学也存在着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研究两种方向。⑤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在大学体制下增强了对民俗学理论思考的新生代民俗学者，对通过全
国比较得出生活变迁的柳田的“重出立证法”“周圈论”有了明确的异议。进入７０年代，伴随着历史
学中地域研究的兴起，上述接受了严格史学训练，尤其是对近世文献有较为深入了解和掌握的民
俗学者，对柳田以来的民俗学传统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在此基础上，强调在特定地域各事象的有
机关联之中理解民俗的功能及意义。被称为地域民俗学，或者个别研究法的研究新范式开始出
现，并逐步成为民俗学研究的主流，其倡导者是宫田登，而成果最大的是福田亚细男。同时，宫田
也提倡超越一国框架，将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及朝鲜半岛作比较，以了解日本民俗文化的特性。宫
田自己在此方面并未有更深的研究，“比较民俗学”这一方向主要由佐野贤治等继承，在东亚范围
内展开。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比较民俗学和地域民俗学，分别对应着宫田提出的文化人类学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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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古島敏雄（１９４９）「民俗学と歴史学」『歴史学研究』１４２号。

有賀喜左衛門（１９５３）「民俗資料の意味－調査資料論－」金田一博士古稀記念論文集刊行会編『言語民俗論叢：金田一博士古稀
記念』三省堂出版。

大月隆寛（１９９２）『民俗学という不幸』青弓社。

宮田登（１９７８）『日本の民俗学』講談社学術文庫。



研究这两种方向。

而偏向历史研究的这一方向，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在社会史、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影响下，与

同时期对民俗及日常生活兴趣与日俱增的史学研究，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例如村落空间论①、东

西日本论②等，都曾引起史学界与民俗学界的共同关注与相互讨论。而在资料方面值得注意的一

个事实是，１９７４年福田亚细男、宫田登编写了民俗学第一本调查指南《民俗调查手册》③后，又在

１９７５年参加了《民俗资料调查整理实务》④的编写，而后者与《文献资料调查实务》《文献资料整理实

务》《考古资料认识方法 遗迹篇》《考古资料认识方法 遗物篇》《民具资料调查整理实务》等一起，都

是“地方史ｍａｎｕａｌ丛书”（共１０册）中的一本。可以看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蓬勃发展的地方史研究，

使得各类资料的综合使用与融通成为急迫的需求，而前述河音、石井、户田等人的“史料学”讨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结果。民俗学领域虽然并未从理论角度对资料问题进

行讨论，但《民俗调查手册》的出现，对获取及整理资料时的步骤及注意事项等做出了系统的说明，

也介绍了文字文献学、金石学等相关知识。以宫田、福田为代表的一批民俗学家，积极加入到与史

学的讨论与合作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可以说民俗学与史学的蜜月期，而９０年代初出版的１０卷本
“日本历史民俗论集”⑤，是其高峰期的一个象征。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这一出版时间，以及主要编者中网

野、宫田、福田的重要作用，都暗示着这套丛书与神奈川大学“历民”设置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呼应

的关系。丛书收录了方法论以及生产、生活、礼仪、信仰、宗教等各研究领域中史学与民俗学曾经

有过对话或存在对话可能性的论文，整体而言与其说是成果的展示，不如说是对可能性的一种提

示，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而“历民”的设置，可以说是从资料论上谋求历史学与民俗学能够超越地

方史，向更广阔的历史研究携手并进的共同基础。

四、非文字资料研究：迈向综合资料学的新尝试

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日本民俗学开始更多地关注现代社会，关注学问本身的政治性，脱

离历史研究的倾向日益显著。另一方面，扩展了研究领域及资料范围的史学，也逐渐失去了与民

俗学对话的热情。与“历民”设立时期的期待相反，二者的距离逐步拉大。

在“历民”内部，虽然有着独立研究科这一性质带来的人事、经费、设施等各种困难，但更为严

重的问题是在创始者网野退休、宫田辞世之后，教员之间对于“历史民俗资料学”的理解各有不同，

更多呈现出各自摸索的状态。⑥

处于指导地位的福田亚细男，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历民”创设１０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做了题为“历

史中的民俗、民俗中的历史”的讲演⑦，阐述了自己的意见。福田指出，历史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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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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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的成果有福田アジオ（１９８２）『日本村落の民俗的構造』弘文堂。

例如網野善彦（１９８２）『東と西の語る日本の歴史』そしえて。

上野和男·高桑守史·福田アジオ·宮田登編（１９７４）『民俗調査ハンドブック』吉川弘文館。

西垣晴次編（１９７５）『民俗資料調査整理の実務』柏書房。实际执笔者除西垣外，为宫田登、福田亚细男、宫本袈裟雄、前田安纪子
等四人。

網野善彦·宮田登·福田アジオ編（１９９２）『歴史学と民俗学』（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１）吉川弘文館；木下忠·網野善彦·神野善治
編（１９９３）『生産技術と物質文化』（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２）吉川弘文館；福田アジオ·塚本学編（１９９３）『家·親族の生活文化』（日
本歴史民俗論集３）吉川弘文館；塚本学·福田アジオ編（１９９３）『村の生活文化』（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４）吉川弘文館；塚本学·宮
田登編（１９９３）『都市の生活文化』（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５）吉川弘文館；峰岸純夫·福田アジオ編（１９９３）『家と村の儀礼』（日本歴
史民俗論集６）吉川弘文館；網野善彦·木下忠·神野善治編（１９９３）『海·川·山の生産と信仰』（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７）吉川弘文
館；山折哲雄·宮田登編（１９９４）『漂泊の民俗文化》（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８）吉川弘文館；山折哲雄·宮本袈裟雄編（１９９４）『祭儀と

呪術』（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９）吉川弘文館；宮田登·塚本学編（１９９４）『民間信仰と民衆宗教』（日本歴史民俗論集１０）吉川弘文館。

参见香月洋一郎（２００４）「神奈川大学」『講座 日本の民俗学１１民俗学案内』雄山閣。

参见福田アジオ（２００４）「歴史のなかの民俗·民俗のなかの歴史」神奈川大学大学院歴史民俗資料学研究科編『歴史民俗資料
学研究』第９号。



义的历史主要依靠文字资料，以政治、经济为中心把握时代，关注时代的变化与构成，而广义的历

史是综合民俗学、考古学等学术领域而描绘出的人类总体的历史。福田认为“历民”的任务并不是

谋求史学与民俗学的综合、直接以广义的历史为研究对象。从课程设置的实际情况看，研究狭义

历史的文献资料学，和民俗民具资料学也是互相独立的，并未统合为一。各学问领域以各自不同

的方式选择对象并使用资料，对资料的评价与利用方式自然也不同，无法简单相加构成广义的史

学，进而描绘出广义的历史。通过狭义史学描绘出的历史图景与民俗学描绘出的历史图景之间的

交错、磨合与对话，在试错过程中逐步去接近广义的历史，才是唯一可行的路径。

福田本人有着正统的史学训练，同时也是兼具强烈理论意识和丰富研究经验的民俗学者，对

于史学与民俗学间的距离与相互关系，有着较深的感悟与独自的立场。他的意见不同于网野当初

希望通过史学与民俗学的融合促进“综合资料学”发展时的乐观，带有甚至让人觉得略显保守的现

实主义色彩。但应该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通过确立“资料学”来奠定文化研究之基础这一

思路的否定。情况恰恰相反。

２００３年起，以福田为项目负责人的日本文部省２１世纪ＣＯＥ项目“为了研究人类文化的非文

字资料的体系化”正式启动。项目认为在总体的人类文化中，以文字记录这一形式表现和传承的，

只占很少一部分，而文字以外的记录，如绘画、照片、录像等图像资料、环境及景观、嗅觉、味觉等感

觉、身体动作等表现行为，其数量更为庞大。但由于传统研究对文字的偏重，使得这些资料未能受

到重视，也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将这些性质、形态各不相同的内容，从非文字这一视角予以

资料化、体系化，能够与已经在资料化、体系化方面比较成熟的文字资料相互补充与印证，获得对

人类文化总体的认识。

由此可见，福田的路径，是暂时放弃在以文字为主要资料的狭义史学和以文字之外的资料为

主的民俗学之间谋求融合，而是首先在“非文字”这一理念下，摸索综合同属于文字之外的各种资

料的可能性。在关注资料这一基础，而最终目标是理解文化总体的意义上，这一项目可谓是网野

开设”历民”时理念的正统继承者。但在对资料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对研究具体路径、步骤的设想

上，可以说显示出朝向“综合资料学”的另一个思路。

该项目聚焦于图像资料、身体动作、环境景观等三个领域，通过５年的研究，获得了一批高质量

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在图像资料方面，无论是《日本常民生活绘引》的多语言版，还是日本近世、近

代生活绘引以及东亚生活绘引的编撰，都统一在“绘引”①这一方法下，探讨了其作为图像资料汇集

及展示方法的意义，并检验了其在不同时代及不同文化环境中的有效性。在日本文部省的最终评

定中，该项目获得了较高的评价。项目结束后，由大学投入专门预算，在“常民研”下设立了神奈川

大学非文字资料研究中心，其常规研究和海外交流活动得以继续。“非文字资料”一词，也因为该

项目及后续的研究活动，在日本乃至国际学界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

另一方面，项目虽然在利用各类资料得出具有开创性及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方面收获颇丰，但

从资料学建设的角度来看，也存在诸多遗憾。② 如身体动作领域的三个子课题各自独立：其一由文

化人类学者推进，对世界各地人们的身体动作进行调查和比较，是具有人类史规模的研究；其二由

民俗学者负责，利用动作捕捉技术和统计学处理对艺能形式特点进行研究；其三由民具学者担纲，

通过对民具的比较研究讨论古代史的复原问题。环境景观研究领域的三个子课题，以及其中第三

子课题内的三个小课题，情况也类似。研究领域内部缺乏贯穿整体的论述，各领域之间也缺乏对

１５民俗学与历史学的对话———日本神奈川大学“综合资料学”的探索

①

②

以描写生活场面的写实性绘画为材料，选取具有一定主题的画面，解读并标注其中的人物、物品、动作等的名称并对整个画面进
行解说的资料汇集形式。对此形式的方法论意义，笔者拟另行讨论。

关于该项目的基本情况，可参见项目官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ｍｏｊｉ．ｊｐ／，以及神奈川大学２１世紀ＣＯＥプログラム研究推進会議編
（２００８）『非文字資料研究の展開と成果———研究事業総括報告書』等。



话与呼应，课题之间缺乏资料学意义上的联系与探讨。这一状况反过来说明综合各学问领域的资
料学建设，依然困难重重，任重道远。

２０１０年，“历民”大规模修订了教育课程设置，放弃了长期使用的“史料学”这一称呼，将专业系
统的名称统一为“资料学”，并在“历史资料学”“民俗资料学”之外增设“非文字资料学”。以２０１７年
度的硕士课程设置为例，Ａ类中“历史资料学”包括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现代四个方面，“民俗资
料学”分为民俗社会、民俗宗教、口承民俗、民俗技术、比较民俗等五个方面，“非文字资料学”包括
艺术文化、文化遗产、景观、建筑文化、口述史等五个方面。Ｂ类包括书籍史料学、文书学、文化人类
学、考古资料学、人文地理学、比较文化论、亚洲史、欧洲史、知识产权等相关课程。博物馆学相关
科目单独设为Ｃ类，在国际理解名下开设英、中、日等语言课，设为Ｄ类。在原来整理和修复、测量
的两门实习之外，增设历史和民俗两门调查实习课，补充了获取资料的技能培训，设为Ｅ类，并增
加了必修的历史民俗资料学总论及论文演习。

应该说改革后教学科目进一步充实，外在形式上也似乎更为齐整，从教育角度考虑，学生的选
择也更丰富灵活。但就内在结构而言，当初“综合资料学”的志向反而模糊起来。网野构想中的
“综合资料学”，是从历史研究角度出发，涵盖文献、民俗、考古三大类资料和众多相关辅助性资料
的一个完整的体系。但２０１０年改革后的“历史资料”“民俗资料”与“非文字资料”，其共同视野如果
依然是“综合资料学”，那么这一资料学的目的及性质如何，“历史”“民俗”“非文字”三者从资料学
角度而言其逻辑关系又是怎样，能否以及如何构成“综合资料学”的完整架构，这些问题都有待进
一步的探讨和明确。

２０１６年起，日本代表性的科研机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成立了“元（ｍｅｔａ）资料学研究中心”，
“综合资料学（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创成”项目启动，开始了作为人
文学科研究基础的“综合资料学”的新的探索。① 而日本大学教育研究中最早立志于“综合资料学”

建设的“历民”，不久也将步入而立之年。不仅仅是寻求形式上的规整、内容上的丰富，而是真正立
足“资料学”的建设，总结经验及教训，继续“综合资料学”的艰苦探索，并与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
有着共同志向的机构遥相呼应，切磋碰撞，分工合作，继续推动这一方面的学术进步，绝不仅仅只
是笔者的期待。与此同时，也有必要以日本的历史经验为借鉴，思考并推动中国民俗学的资料学
建设，依托信息技术的进步，探讨并尝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立跨学科的资料学基础，取长补
短、互通有无，共同取得新的发展。

［责任编辑　王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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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可参见项目官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ａ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ｊｐ／，以及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２０１７）『「総合資料学」の挑戦：異分野融合研究の

最前線』吉川弘文館；国立歴史民俗博物館編（２０１８）『歴史研究と「総合資料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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